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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全球化重要载体的海洋，是地球表面最大的公共空间。进入新世

纪以来，人类的发展与海洋联系更加紧密。近年来，中国在推进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强化对海洋空间的利用与开发并减缓各国

日益增长的海洋权益争端，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首次在海洋事务领

域引入共同体的理念，它在很大程度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型治理理念的内

涵。而海洋事务合作是建立“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中国开展和强化海洋事务

合作的基础在于扩大海上公共安全产品的提供。作为一个日益走向海洋强国的陆海复合

型国家，中国可以通过加强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方式对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有

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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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海洋这个覆盖地球表面 70. 8%面积的人类第二生存空间
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 海洋资源因陆地资源的逐渐枯竭而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

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海洋正日益成为人类的“粮仓”与“菜田”; 海上物流
系统伴随快速增长的全球化，在各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然而，现今的国际体系，依然是一个各民族国家不断围绕各自国家利益进行博

弈甚至是不断争斗的不完美的体系，这种博弈和争斗在海洋权益维护方面显得

尤为突出。
那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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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大国、第一工业大国的中国，该如何面对上述局面? 本文认为，“海洋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解决这个困境提供了重要的路径。而在 “海洋命运
共同体”框架下提供海上公共产品，是解决上述困境的主要途径。
关于海上公共安全产品问题研究，有学者围绕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视域下的

东北亚海上安全合作困境，对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进行

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① 但当时“海洋命运共同体”概念尚未提出，因此未能对
其与海上公共安全产品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本文从 “海洋命运共同体”角度
出发，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及其特征

“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诞生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习近平主席在青岛
集体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
团长时指出: “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
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
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的和
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需要共同维护，倍加珍惜”，因此各国 “应该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进互信，加强海上对话交流，深化海军务实合作，走
互利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携手应对各类海上共同威胁和挑战，合力维护海洋

和平安宁”。②

“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绝非一蹴而就的哲学奇想，更不是凌空而
降的政治空谈，而有着清晰可辨的时空拓展轨迹和思想发展脉络。就其思想根
源来说，“海洋命运共同体”带有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精髓，符合可持
续发展的精神。一方面，它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到推进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的顶层目标设计，另一方面又作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全球海洋治理领域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的理论的同时，

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内涵。③

从时空的拓展轨迹来看，纵览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真正成功的崛

起大国无一例外是能够在全球市场和财富竞争中具有影响力甚至支配力的大国，

是知识和技术能够引领潮流并且产品畅销世界的大国。而这些国家或是海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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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或是海权大国，即能够充分利用、开发、征服和在关键的海洋战略通道上具
有控制力的大国。① 这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进程中引领科技、产业、体制等发展
的最重要力量。而上述领域的持续进步与发展，反过来也为海洋强国的崛起奠
定了物质、制度和精神等各方面的基础。中国虽然具备陆海兼备的地缘特征，
但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受惯性思维、经济结构、安全威胁和周边形势影响，一
直在地缘政治理念方面有重陆轻海的倾向。
随着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中国经济与全球的联系

程度日甚一日，且随着中国企业大规模地 “走出去”，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增
加，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海外利益也
面临各种各样的安全威胁。相较于陆地，海洋无疑充当了中国本土与海外利益
连结的更为重要的地理媒介，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这进一步导致海权在维
护海外利益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海权优先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决策层和学术界
在地缘政治理念方面取得的共识。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作为东亚地缘政治板块主体的中国，虽然有部分

国土位于“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却并非完全不具备发展海权的地缘条件。中
国的陆地领土周围海域面积辽阔，具有较为有利的沟通世界各大洋的交通条件。
尤其是东海和南海，前者是东亚大陆东进西太平洋的战略通道，而后者可以南

下至南太平洋，西出马六甲海峡，进入世界海权体系的核心海域———印度洋。
而辽阔的边缘海本身，为中国发展海洋经济、开辟海上航线提供了较为完善的
地理条件。总体而言，日益复杂的海洋安全形势、日趋重要的海洋经济以及逐
年递增的海上贸易等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考虑，使中国的地缘政治重心不可避免

地向海洋倾斜。
以此为背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这意味着中国越

来越从战略层面关注运用海权来维护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这意味着中国将自
己的市场、企业、技术和影响通过海洋扩大为更加广阔的海外，它指的不是中
国单纯地将本国商品、劳务和工程输出至海外，还强调在海洋科研、海洋经济
和海洋开发中能够将中国的国家利益稳步扩展到海外，以更好地向国际社会展

示中国的市场开发力、社会影响力和政治感召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
议的提出，一方面是践行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一方面也拓展了中国海外利益的

范围与种类，并因此对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全球

海洋治理本身增添了新的力量与资源。
从思想的发展脉络而言，“海洋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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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它体现出的
智慧和方案不仅包含共同维护海洋和平，更包括共同促进海洋繁荣，同时还包

含了共同构筑新型海洋秩序的内容。这种方案和智慧显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与
国际责任感，因其在提倡海洋交流与合作和资源共享的同时，还主张世界各国

在海洋问题上互信互惠。就学理角度而言，“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很大程度
上丰富了中国流派的海权理论研究，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世界地缘政治理

论做贡献的有益尝试。这种有益尝试体现在，中国要在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
建设中，与海上邻国共同担负维护海洋安全的责任，并因此更多地提供海上公

共安全产品。①

可以说，“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方法论。它
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国利益，在促进海上互联互通、推动海洋经济发展、加
强海洋文化交流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上，最终要找寻一条各方能够共同

发展、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基于此，它在战略构想、政治义理和政策方
针上呈现出如下特征:

( 一) 在战略构想上体现了“大”与“新”的有机结合
“海洋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主张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和谐相处，和谐发展，其格局不可谓不大。而这种哲学境界在海洋事务
领域起纲领和主干作用尚属首次，不可谓不新。如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样，
“海洋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两大创新: 一个是其整体思维在哲学高度上超越了西
方政治中以选举为核心的政党政治所固有的短视和局部利益观; 另一个是其在

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中所倡导的合力思维。此外， “海洋命运共同
体”也展现出了中国向人类文明提出的一个永久性道德价值和终极关怀。
( 二) 在政治义理上展现了“一”与“多”的辩证统一
当代世界一方面鉴于海洋互联互通的发展已经使得海洋被纳入了相互依存

的共生性全球体系中，但另一方面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共同性，如海洋环

境污染、打击海盗、海洋环境治理等跨越国境的问题不仅数量惊人，而且性质
非常严重，甚至严重到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以及人类生存，换言之，这些问题事

关人类未来的生死存亡。上述成就和问题均使得人类社会是一个 “大家庭”已
成为共识。而“海洋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的是一种整体利益优先的意识和相
互关照的利益协调机制，彰显了人类社会对 “一”的诉求与愿景。而海洋领域
的问题需要各种力量，包括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甚至是非政府组织等多方

行为体共同努力来解决。这反映了在海洋治理领域对 “多”的需求和肯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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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 “大家庭”的 “一”和国际社会各行为体的
“多”的辩证统一。
( 三) 政策方针上实现了“义”与“利”的统筹兼顾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追求的不是中国在大国俱乐部中争得怎样的一席之

地，念兹在兹的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现实关怀，不断追求的是中国作为一个负

责任的文明古国致力破解各种全球治理难题的一剂 “良方”。换言之，无论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所思所想、所作所
为均为一个目的服务，就是要致力成为一个新型大国，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

界而努力。这就要求践行正确义利观，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义
利相兼，义重于利，摈弃零和博弈思维，避免沿用传统的单边霸权方式追求本

国利益，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

同发展、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倡导同舟共济和权责共担的精
神，寻求与世界各国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促进
国际关系的优化。
与此同时，海洋虽然广阔无垠，是连接五大洲的重要地理媒介，但却并非

一片通途。除却各国在公海上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 如海洋资源开发等) 不论，
各方围绕有关大陆架、专属经济区、领海，甚至内水的种种矛盾可谓层出不穷，
其说到底是不同国家现实利益矛盾所致。如何协调各国利益是一个大问题。而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统一理念兼顾 “义”“利”两个方面，使各国在海洋
问题上围绕共同利益这个目标达成一致，从而使因各自利益而产生摩擦，甚至

是矛盾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由此可见，“海洋命运共同体”不仅顺应了当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也

丰富了新时代的中国海权思想，是中国对全球治理所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贡献。
而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贡献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

二、“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海洋治理与合作

美国学者布鲁斯·琼斯 ( Bruce Jones) 等人认为: “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使世界人民的生活能够更加美好。私营部门进入资本、技术和劳工的
全球市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在 5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全球化使得中
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增加了收入。的确，对于中国
来说，融入全球经济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国家成就的篇章: 在短短 30 年
里脱贫人口达到 5 亿。然而，全球化力量一方面将整个世界连为一体，另一方
面也将世界撕成碎片。2008年秋发生的金融危机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动荡能
够影响半个地球之外的经济增长。核技术、核知识的扩散意味着，对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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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致命武器已经是唾手可得的东西。技术使得信息和资本可以在全世界迅
速传播，但同样的技术也可以被国际犯罪分子用来获得非法利益。一些特定的
能源政策会引发食品价格飙升，进而导致许多国家出现饥荒和社会动乱。国际
航空事业提供的便利和航班的增加也加快了新的致命性传染病的传播。全球化
的直接结果是深化了相互依存。”①

“全球安全遭受威胁的警钟已经长鸣。跨国犯罪分子将尖端核武器非法运送
到世界上冲突四起的地区一些不稳定政权的手里; 在企图制造大规模平民伤亡

的恐怖主义集团那里发现了如何使用生物武器的培训手册。海平面上升; 旱灾
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 暴风雨更加频繁。能源价格飙升，导致粮食价格飞涨，
在一些贫穷国家引发了骚乱，预示着饥荒的爆发。经济动荡和不安全状态使得
世界上许多地方储蓄告罄，就业艰难。致命性病毒跨越国界，在各大洲和不同
物种之间传播。就是充满跨国威胁的世界。”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全球治理
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共同体的概念应运而生。
共同体的理念意味着人类已处于一个复合系统中，生活在各处的人们今后

再也不可能出现孤立绝缘地在一个有限空间区域中发展，而不与全球范围内运

行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现象。以此为背景，海洋治理的问题并不好解决，这
与其自身规模、非线性变化特征，以及易于产生突发和意外过程的倾向相关。
对于这类问题，人类不可能零敲碎打地去加以解决。换言之，一个国家或者一
个由多国组成的地区单独的努力都于事无补，需要的是系统中各个主要行为体

能协调一致并持久不懈地发挥作用。显而易见，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完善，
就是为了很好地解决这类集体行动的困境。众所周知，全球治理理念与全球化
进程加快及其带来的问题密不可分。诚如奥兰·扬 ( O. Ｒ. Young) 所指出的那
样，治理作为一种社会功能，其核心是引导社会走向众望所归的结果，远离众

所不欲的后果。③

但睽诸既有的治理机制，西方国家通常将一种规制的方式引为路径依赖，

即强调制定关于规范、要求和禁止的规定，主张遵约机制以及落实法律文件的
关键作用，并坚持将法治作为国际治理的黄金法则。具体来说，是西方国家在
推行全球治理过程中总是将其与意识形态绑定，特别是与所谓的 “稳定的自由
与民主制度”绑定，全然不顾其倡导的所谓 “自由”恰恰侵害了广大发展中国
家的生存发展权，进而侵害了其“免于匮乏的自由”。而这种单方面的自由与古

·47·

□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0年第 4期

①

②

③

参见布鲁斯·琼斯、卡洛斯·帕斯夸尔、斯蒂芬·约翰·斯特德曼: 《权力与责任: 构建跨国威
胁时代的国际责任》，秦亚青等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 10页。
同上书，第 1页。
O. Ｒ. Young，“Sugaring Off: Enduring Insights from Long－Term Ｒ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Govern-

ance，”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 Politics，Law and Economics，Vol. 13，2013，pp. 87－105.



希腊城邦时代的自由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之上，只是程
度与名目不同，这不得不说是当代国际政治的阴暗面。这种单方面的自由在海
洋治理领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具体而言，就是西方国家所倡导的所谓 “自由”
对国家间关系的恶化与紧张及对立直接导致一些具体事务的协商与实施陷入停

滞。究其本质而言，是将建立在西方这一 “地方性”的政治经验和价值判断等
推广至全球，构筑由单一霸主国家主导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因此，全球治理越
来越沦为西方国家“治理全球”的工具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带来的严重问题
就是现有全球治理系统深陷困境，无力发挥应有的作用，各国不仅不能团结协

作，反而深陷矛盾。此外，全球化进程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作为全球治理重
要力量的非国家行为体组织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作用削弱以及国际机制的固有缺

陷，都是全球治理系统陷入困局，进而无力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说明全球治理已

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更说明现今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较为明显的缺

陷，已经无力对全球性问题进行有效应对。在中国举国上下抗击疫情之际，美
国这个国际体系中的世界大国却派遣军舰闯入中国领海进行所谓的 “航行自由
行动”来侵害中国主权并进行 “压力测试”就是全球治理深陷困境的一个例
子。① 实际上，现今的海洋治理已经陷入目标不清、手段缺乏、协调不力的混乱
状态，而西方发达国家借海洋治理之名、行海洋霸权之实，甚至将其作为侵害
他国海洋利益的工具，这进一步加剧了海洋治理的困境。这种困境所产生的严
重后果，将会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海洋不仅是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更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重要平台。随

着海洋科技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与陆地的互补性不断增强。这种互补性的
增强不仅体现在生产领域，还体现在军事、政治及文化等领域，并最终涉及资
源分配这个大问题。从这一角度而言，“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知识体系构建
至少应关注如下三个领域: ( 1) 安全方面，包括与国家主权相关联的岛屿主权
争端，以及由此衍生的领海基线划定、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相关权益争端等，
还应包括航行自由、打击海盗、救援减灾等与区域秩序构筑息息相关的方面;
( 2) 经济方面，如海洋渔业、海底资源钻探等; ( 3)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如环
境污染防治、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等。
可见，“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兼具复杂性、国际性的社会工程。对

海洋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把关于治理的持久性见解与为应对复合

系统发展社会资本的新思维结合起来。② 这要求根据其不同属性构成需要不同的

·57·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海洋合作和海上公共产品 □

①

②

参见吴士存: 《美军未因疫情而放松搅动南海》，《环球时报》2020年 4月 21日。
E. Brondisio，E. Ostrom，and O. Ｒ. Young，“Social Capital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at Multiple Levels，”Annual Ｒ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Ｒesources，Vol. 34，2009，pp. 253－278.



知识体系去认知，然后构建不同的制度体系，提出有所针对但又有统一方针纲

领的治理方案，唯有如此才能形成说服其他行为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软实力，最

后与国际社会中理念和利益方面的志同道合者付诸行动。
对于海洋治理而言，海洋合作显得必不可少。其合作的客观必然性是由所

谓“配适性难题” ( problem of fit) 决定的。它意指用以解决环境保护等可持续
性问题的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取决于相关机制的特征在多大程度上与人类企图

治理的生物物理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属性之间相匹配。① 而在合作的主观推进性
上，不应忽视如下两大原则: 一方面是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它将普
遍的伦理标准与务实地接受国际社会个体成员的物质环境的显著差异结合在一

起，即承认国际社会的一些成员在解决各种重大问题上采取不同措施的能力和

作出贡献的能力，比其他国家处于更优势地位。② 另一方面是“非功利主义”原
则。通常而言，作为决策方法的功利主义一个吸引人之处在于，提供了一种看
上去直截了当的关于具体选择的推理模式。一旦确定了问题和选项，就可以相
对简单地，至少在概念上，探讨与个别选择相关的收益和成本，并着眼于选择

产生最大净收益的替代方案。然而，其局限性在于，在涉及多个参与者、复杂
的相互依赖性和高水平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计算收益和成本所涉及的复杂性的问

题。因为功利主义的计算并没有提供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融入许多因素，这些因
素在很多人心目中都很重要，但在传统的利益和成本思维方面却很难表现出来。
如习俗或传统的作用，以及合法性和适当性的考虑。这种因素可以影响行为，
而不会被有意识地引入政策制定过程。③

综上所述，一方面面对日益严重的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物种危机、海上航
行安全、海上救援减灾等全球性海洋治理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已
经无法单独有效应对，这就需要各国摒弃前嫌，合作应对; 另一方面，在全球

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加深，早就进入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阶段。而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使命就是实现全人类的和平
与繁荣，因此需要各国加强海洋事务的合作，以完成上述光荣的使命。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海洋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德国哲学家汉
斯·约阿希姆·施杜里希认为，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体系里，人向来是作为中
心要素存在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有高超的化解矛盾的技巧，他们在不排斥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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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前提下寻求一种综合之路，使矛盾得到化解。中国人宽容的处世态度是这
种倾向的力量根源。① 显然，在这样一种吸纳了中国古典哲学精髓的合作中，海
上公共产品的提供必不可少。

三、“海洋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海上公共产品提供

习近平指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各国应坚持平等协商，大家
集思广益、增进共识，完善危机沟通机制，另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履行国际责任
义务，努力提供更多海上公共产品。② 全球治理中，人类共同体的整体性利益要
求国家实力同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保持一致。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全球治
理的困境很大一部分来自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缺失。时代主题的转换以及人类
社会的发展，使得全球治理陷入了诸多困境，比如治理体系的失衡、治理机构
困境的加剧和参与主体矛盾的尖锐，等等。叙利亚危机、阿富汗问题和伊朗问
题的持续发酵、新冠疫情对于全人类的致命威胁、美国债务危机和美俄军事对
抗加剧等等，无不显示出全球治理的困境。而特朗普执政后美国采取的单边主
义行径在加剧了这种困境的同时，也减少了对公共产品的提供。④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 Charles P. Kindleberger) 认为，国际公共产品意指维
护和平与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包括公海航行自由、清晰界定产权、国际货币
和固定汇率等公共产品需求，以及由此形成的超国家层面的国际宏观管理机制，

包括国际上具有充分共识的原则、准则和决策程序等。⑤ 就其类型而言，海上公
共产品包括与海洋开发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服务项目以及各种政策法规等等。
( 一) 海上公共产品的类型

海上公共产品种类繁多，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海洋航道测量
海洋航道测量的目的，是使舰船在遍布全球海洋的海上航道能够安全航行。

从技术上来讲，海洋航道测量有三大要素: 海图规格高低、水下地形特征和测
量作业与海岸线距离。根据这三个要素，海洋航道测量也因此可以分为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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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沿岸和港湾等不同的类型。海上执法、海上防御、航运管控、海洋环境
保护、海上划界等海上维权活动，对于海洋航道测量所获得的数据以及信息的
依赖程度与日俱增。这些信息和数据包括海岸地形、海底地貌、水深、盐度、
潮汐和洋流、海洋地质等。①

2. 海上导航服务
船舶在缺乏参照物的海上航行，如何辨别方向并最终抵达目的地是个大问

题。古时候中国人用星辰作为导航，是为“牵星过洋”。而司南和罗盘等指南器
具在船舶上的应用，使得古代中国在远洋贸易上得到发展。现代导航系统有多
个种类，如卫星导航系统、惯性导航系统、天文导航系统、多普勒导航系统、
无线电导航系统、地磁导航系统、地形场导航系统、视觉导航系统等。② 在海上
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卫星导航系统。这些导航服务对海上航道的开辟和使用不可
或缺，日益成为重要的海上公共产品。

3. 海洋气象预报
不利气象会威胁到人类经略海洋所赖以维生的舰船安全，就算是在近海活

动，天气变化亦将带来诸多风险，不但可能危及人命安全，对于各项资产亦有

可能造成损伤。海洋运输必须考量天候气象固不待言，渔业捞捕及采集，加上
海岸地区天然晒盐作业，更是受到气候所左右。③ 海洋气象预报是公共服务项
目，属于典型的海上公共产品。

4. 海洋卫星通信
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通信的重要性大为上升。作为一种新型通信手

段，卫星通信具有其独特优势。不仅覆盖面广，而且受天气影响小。它的主要
用途是为舰船、勘探平台以及科考站和气象站提供通信服务，同时可以为海上
灾难救援提供信息保障与服务。④ 有了卫星通信这种先进的手段之后，人类在海
上活动的时间可以大幅度延长，并且弹性也因此大大增加。

5. 海上安全保障
海洋空间是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策

源地。具体而言，当代海洋问题具有国际性和跨国性，既有传统的国与国之间
关于海洋空间、海洋通道和海洋资源的控制、利用和管辖等方面的矛盾，也有
非传统性质的海上威胁，如海上恐怖主义、生态环境、疾病蔓延、跨国犯罪、
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等。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尤其是 “9·11”事件
之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在海洋领域越来越突出，并呈现出多元化、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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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特征。① 而这些安全威胁的产生，无疑对国际海洋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因
此，海上安全保障成为一种重要的海上公共产品，其地位随着海洋地位的提高

以及各国争夺海洋资源步伐的加快而不断上升。
6. 海上医疗保障
海上工作者必须适应不同海域、气候、港湾与滩岸环境; 再加上长途航行，

在舱间空间狭小、船员居住密度极高、饮水与食品保鲜不易、工作执勤负荷繁
重以及船上各类设备噪音、震动、温度、湿度、化学物料与空气质量不尽理想
的环境下，海员容易受到疫病威胁，海员健康状况乃至死亡率居高不下，从而

产生航海医学的实际需求。航海医学是针对航海工作者常见生理与心理反应，
以及其所罹患疫病之感染规律与病理常态，提出预防、诊断、治疗与复健方案，
以便确使海员能够保持身心健康、维持工作效率以及防范意外事故的医学门类。
由于海洋活动经常自海外带回疫病，因此其与整个社会防疫体系必须相互结合。
航海医学不仅针对海员，甚至还会延伸至海运所输送活体动植物，以及船上可

能传输疫病之动物与害虫。所以，其所涉及医学范畴，除预防医学、流行病学，
还有可能与其他医学体系产生互动关系。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海洋进行传

播的。日本因“钻石公主”号邮轮导致境内感染人数急剧攀升，而美国则因疫情
导致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航母真空”，其海上霸权的标志几乎“休克”。现代船舶
载客量大，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机会。而军用船舶为达到“三防”标准 ( 防核生化
武器的袭击) 大多采用封闭式设计，并安装中央空调系统。这就为新冠肺炎病毒
的迅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并且，以历史的角度看，全球性疫情大多是通过海
洋从一个大洲传播到另一个大洲，比如天花就是通过大西洋从欧洲传播到美洲。
从这一点看，海上医疗保障正越来越成为海上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社会需要海上公共产品的提供者。19 世纪的海上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

是当时的海洋霸权国家英国，接过英国海洋霸权权杖的美国则在 20 世纪提供了
海上公共产品的大部分。③ 进入 21 世纪之后，美国的综合国力相对衰落，对于
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意愿也随之削弱。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单边主义在外
交政策中越来越占据上风，“退群”力度也在上升。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美国
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意愿进一步减少。然而，海洋空间的治理问题对海上公共
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这种增长与美国提供海上公共产品削减之间的矛盾日益

尖锐。国际海洋治理需要有新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
“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海上公共产品的增加提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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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石家铸: 《海权与中国》，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 273页。
参见张竞: 《经略海洋与航海医学》，《现代舰船》2019年第 17期，第 24—25页。
参见约瑟夫·奈: 《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 154页。



( 二) 提高供应海上公共产品能力的途径

对于中国来说，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提高供应海上公共产品的能力。
1. 进一步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项目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是 2013 年秋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首次提出。2013 年 10 月，李克
强总理出访文莱时提出中国—东盟未来十年合作框架的七点建议，其中之一就
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中，海外
港口布局则与沿海产业带、港口城市网络建设相互促进。这种促进对于相关国
家的涉海基础设施建设将大有裨益，中国在相关海域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能力

将随之提高。
2. 建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
海盗与海上恐怖活动是对中国海外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重要因素，不仅给

世界和相关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和治安危害，更为危险的是海盗与恐怖势力的

联手构成了对世界安全的重大威胁。首先，传统海盗的目的是抢劫货物，而现
代海上恐怖分子却是为了对抗政府、制造混乱。其次，袭击目标也从传统的油
轮和商船扩展到了军舰、港口乃至居民区。如 2012 年，全球有一大部分的海盗
袭击 ( 44%) 被报道确认发生或试图发生在港口地区。再次，装备和手段上也
更加现代化和科技化，有的甚至还走上了组织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中
国有必要和相关国家一起联合运用海上力量分区域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组织，

从而使遍布海洋的各大海上航线得到充分的保护。实际上，中国海军在亚丁湾
的护航行动已经充分说明这种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与中国隔
海相望的菲律宾饱受海盗之苦 ，曾呼吁中国帮助其打击海盗。可见，在中国周
边海域建立海洋安全合作机制是有其存在基础的。

3. 充分发挥海军的多功能优势，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夯实基础
海军的国际性、战略性和综合性等特有属性，决定了这样一个军种在提供

海上公共产品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海军的航迹遍及世界绝大部分海域，海军的
行动涵盖海上侦察、海上调查、海上维权、海上军事合作、海上反恐、反海盗、
救援救灾、处置海上突发事件等非战争运用的主要领域。具体而言，海军可以
发挥以下功能: 从直接投入地区冲突，到参加维和行动、护侨撤侨、缉毒、抢
险救灾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海军可以遂行多种战争与非战争任务。近年来，
中国海军在执行上述任务的大型水面舰艇研发方面进展迅速，001A 型常规动力
重型航空母舰、075型两栖攻击舰以及 055型防空驱逐舰等型号都达到了世界先
进水平，为海军多功能优势的发挥提供了物质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
海军的“岱山岛”号 ( 920型) 医院船 ( “和平方舟”号) 在提供海上医疗救
护方面表现突出，被视为提供海上医疗保障类公共产品的典范。海军应本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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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精神，适应海军护航任务常态化、兵力行动远洋化等新特点和新要求，重点
围绕国际维和、救灾救援、海上反恐、反海盗等海洋公共安全领域，深化与友
好国家海军关系，加强与相关国家海军的联系，加大人员和军舰互访、军事磋
商的力度，尤其要充分利用远海护航、联合救援行动提供的国际平台，不断扩
大和深化海上安全合作，逐步提高我在国际海洋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

力。① 此类公共产品的提供，不仅有利于驳斥“中国威胁论”“中国海军民族主
义”等谬论，更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从而增进相关国家的互信和友谊，符
合中国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当前的人类社会正步入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大门，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影响，

国际矛盾呈现出有增无减的态势，国际社会存在失序的危险。而这种失序从长
期来看，不仅阻碍生产力的进步，而且恶化了人类的政治生态，进而动摇人类

文明的根基。如果能在人类第二生存空间海洋构建以 “海洋命运共同体”精神
为主旨的国际海洋新秩序，那么对于缓解当前国际社会矛盾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从这一点来说，增加海上公共安全产品提供并进而促进国际合作，具有非常重

要的战略意义。

四、结 语

“海洋命运共同体”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密切关
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目标指南和实现途径，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纽带和载体。
这种密切联系在面对遏制中国的 “印太战略”时显得意义重大。借此，中国希
望与各国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在各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

同繁荣，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多领域、多方位的交流合作，使参与国及其
民众共享合作交流的成果。海洋问题涉足领域广泛，安全、经济、环保等不一
而足，在海洋治理和海洋合作的过程中，既面临体制问题，也应注重路径问题。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与期许，
更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薪火相传才能实
现的目标。中国应在对此有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同
国际社会的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
式，扎实推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责任编辑: 常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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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and perfect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rules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advocate
global coordination，and obta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higher safety and effective epidemic pre-
vention with lower safety cost. Global sustainable epidemic prevention includes three pillars:
joint epidemic prevention，comprehensiv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operative epidemic pre-
vention. An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global public health system needs early warning，
funds，materials and other hard and soft national strength suppor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and their epidemic prevention rules cannot be exactly the
same，but they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in correcting errors.
Sustainable epidemic prevention depends o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returning to work，and minimizing the losses caused by repeated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uman health community should eliminate the inter-
ference of ideological prejudice and the misleading of one－sided and false information.

“Cruise Dilemma”of International Law Ｒules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Public
Health Community / Wu Wei / 55

The outbreak of “COVID － 19”has made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pidemic
control measures escalating，and the global economic activities have been damaged. The ad-
verse effects of cruise industry have been particularly evident，and the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legal loopholes in the prevention，control and rescue of cruise ships. Based o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relevant countr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IMO Member States and the States parties to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Ｒegulation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hould negotiate on the sharing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public health safety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ruise ships. By fulfilling the ob-
ligations erga omnes，the cruise industry should negotiate the division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
for the public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in cruise ships，further clarify the cooperation
oblig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as well as better the legal system for maritime ep-
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and finally sign a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ree-
ment on Cruise Public Health Security，in order to build a cruise public health security coop-
eration mechanism. Hence，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Health Community will be eventually
accomplished.

Marine Cooperation and Marine Public Goods in the Perspective of“Marine Commu-
nity of Shared Future”/ Yang Zhen and Cai Liang / 69

As an importantcarrier of globalization，the ocean is the largest public space on the sur-
face of the earth.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human development has been
mo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ocean. In recent years，on the basis of promoting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maritime power and the“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China
proposes the conception of “marin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use and exploitation of marine space and reduce the growing disputes of mari-
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It’ 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concept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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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has been introduced in the field of ocean affairs，which greatly enriches the new
governance concept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operation is an impor-
tant way to establish a community of destiny for the ocean. By increasing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afety products at sea，China can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ocean affairs. As a sea－
land complex country，China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maritime power. By providing public
goods at sea，China can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maritim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Pacific Ｒegional Public Goods under a Cap－and－trade Ｒule———A Study on the Insti-
tutionalization of Parties to Nauru Agreement / Chen Xiaochen / 82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Parties to Nauru Agreement ( PNA)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new developments of South Pacific regionalism in recent years. Its core is a set of Cap－
and－trade Ｒule－the Vessel Day Scheme ( VDS) . The establishment of PNA Office，the
administration of a new CEO，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 such as data
center and information system and other institutionalization measures are carried out around
this core.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tuna resources brought by natural geographic factors is a
precondition for the PNA institutionalization especially the VDS. The competitive
involvement of major powers into the region enhances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thes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which is an external factor for the PNA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is
process，the PNA Office has adopted innovative methods to reduce transaction and adminis-
trative costs，overc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budget shortage，the“Tragedy of the Commons”
and resistance from outside powers，and adhered to implementing the VDS and providing re-
gional public goods，which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A New Understanding on the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Japan’ s Political Eli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Politics / Lu Wei / 100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ole of“key play-
e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Japan’ 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conception was changed dra-
matically and profoundly. Three consensuses of Japan’ s political elite were shaped by sig-
nificance called Political Identity as below. Firstly，the world is in the“Hobbes era”，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great－power and geo－competition politics. Secondly，the competition be-
tween Japan，together with the western countries，and emerg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is an all
－round zero sum game. Thirdly，military forces became further functional to achieve national
strategic goals. The above mentioned strategic thinking and cognition shaped not only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Japan’ s foreign strategy from“reluctant realism”to realism，
but also the main content in the transition of Japan’ s strategic culture to realism.
Therefore，Japan’ s strategic preferences will be changed to Traditional Security Thematici-
zation ( TST) in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genda，Geo－competition Centralization ( GCC)
in the diplomatic arrangements and“Power Politics”Participation Characterization ( PPC)
in the political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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